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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Meta分析方法，基于 172篇中英文实证文献，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的作用机理，并深入探讨了潜在调节变

量对二者间关系的作用效果。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二者关系受到文化背景、企业规模、主客

观测量方式和创新投入产出测量方式的调节。具体而言，相比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的影响更为显

著；中小型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相关性比大型企业更强；相较于客观测量方式，主观测量方式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有利于

创新；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比创新投入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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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创新被视为企业实现绩效增长和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柱（Galvin et al，2020）。企业的创新活动往往

需要丰富的知识源和融资渠道，单凭企业自身的资源难以满足创新需求，创新中面临的资源约束敦促其积极

寻求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异质性资源（Yuan and Cao，2022）。社会责任实践作为企业协调自身与利益相

关者的行动（Zhou et al，2020），不仅能够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Niu and Ma，2022），集聚企

业创新所需的战略性资源，加速企业声誉、品牌形象及社会资本的积累（Cook et al，2019），还能提高企业创新

风险抵御能力和抗冲击能力（阳镇等，2023）。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驱动创新的关键要素（Zhao et al，2020）。

然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增加了占用自身有限资源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企业的创新投入（Yuan et
al，2022）。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的影响效果有待深入探讨。

回顾相关文献发现，尽管已有研究关注到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的影响，但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尚未形成

一致性结论。大多数学者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认为社会责任较高的企业会基于外界

反馈的利好信号，倾向于增加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引用频次，直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Cook et al，
2019），企业也可凭借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对可持续创新（Yan et al，2022）、绿色创新（陈承等，

2023）、技术创新（Zhou et al，2019）等产生积极作用。也有部分学者关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造成的负面

影响。研究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耗费较高的财务成本（陈煦江和刘婷婷，2021），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的

可用盈余资金，从而降低企业的创新投资力度，最终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有效展开产生威胁。此外，Liu等
（2021）、李文茜等（2018）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研究支持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间存在“倒 U型”关系，

即在一定临界值下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有效促进技术创新，但超过临界阈值时，企业社会责任则不利于技术

创新。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关系的研究方兴未艾，但研究结论的争议性不仅阻碍了相关

理论的发展，也可能干扰企业管理者实施社会责任战略的决策（刘婷和张海雪，2019）。此外，梳理既有研究

发现，学者们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不仅在变量测量方式、创新测量类型、研究设计等方面存在差异，而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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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大多局限于单一情境，缺乏文化背景、行业属性、组织特征等不同调查情境的综合对比分析。对这些差

异化的研究结果进行归纳总结，有利于明晰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的作用效果。因此，本文采用 Meta分析方

法，通过对 172篇独立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定量再分析，探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

挖掘影响二者关系的潜在调节变量，以期得出更具普适性的研究结论。

区别于以往的实证研究，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本文基于多个实证研究的更大样本，

从Meta分析角度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的正向影响，不仅回应了既有关于二者关系独立研究的结论分

歧，而且相较于一般文献综述的定性描述，定量地评价变量间关系使得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可靠

性；第二，本文探讨了文化背景、行业属性、企业规模、主客观测量方式和创新投入产出测量方式的调节作用，

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创新的边界条件，为二者关系的研究悖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同时本文的研究完善

了相关领域的知识研究体系，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与创新管理实践开拓思路。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指企业生产经营满足股东、供应商、客户、员工等各方利益需求的同时积极关注社会效益

和环境保护的组织行为（Yuan and Cao，2022）。作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沟通、互动的纽带，企业社会责任能

够符合各利益相关方的期望（Sigurdsson and Candi，2020），建立互信互惠的利益相关者共赢关系网络，帮助

企业获取创新所需的丰富异质性资源，同时来自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与支持有助于企业缓解创新不确定性带

来的风险（Yan et al，2022），增强企业创新的信心。因此，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的发展具有积

极的推动作用，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资源基础观来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能够满足各方利益诉求，促使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构建

密切的合作关系（Li，2020），以广泛获取和有效整合、利用网络中流通的技术、信息和知识等关键创新资源

（张新等，2019），丰富企业创新资源储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更易获得政府机构的重点关注和政策偏

好（Chen and Ji，2022；阳镇和李井林，2020），政府背书激励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创新实践。其次，从信号

理论出发，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主要传递两种利好信号：其一，企业可向外界传达其实施可持续战略的

相关信息，表明其确有环境保护和社会效益方面的行动与贡献（Mbanyele，2022），助力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

声誉与品牌形象，以增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信任与认可（Bai，2022）；其二，企业可传达自身绩效

优良、创新实力强劲等有效信号，缓解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Miao et al，2021），减少外部投资者对于

企业经营发展不确定性的认知风险，有利于企业获取持续稳定的融资来源（Bai，2022），保障企业创新的顺利

实施。最后，从企业内部来看，人才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Yan et al，2022）。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对

于员工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较高（Afridi et al，2020），其通过营造自由开放的工作氛围增强员工的工作安全感

和组织认同感（Ruan et al，2022），激励员工主动参与企业创新过程、完善创新知识库，最终实现企业的创新

收益。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具有正向影响（H1）。

（二）潜在调节变量
已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关系的研究受样本限制，难以全面探讨潜在调节变量的影响效果，从而导

致各研究结论不一致。不同于传统实证文献的调节变量来源，Meta分析的调节变量多通过对实证文献进行

编码得出，主要分为情境因素和测量因素两大类（丁晨等，2023）。其中情境因素是指与研究环境相关的因

素，即文化特征、行业特征、组织特征等，本文主要考察文化背景、行业属性和企业规模三个变量；测量因素是

指与测量问题有关的因素，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将讨论主客观测量方式和创新投入产出测量方式在企业社会

责任与创新关系间的调节效应。

1.文化背景

东西方文化差异是影响企业创新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Chen et al，2022）。梳理既有文献，发现东西方文

化中涉及的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差异能够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关系产生影响。从不确定性

规避的角度来看，西方文化鼓励敢于冒险的精神，具备低不确定性规避的特点。该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对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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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变化、创新风险的接受程度和包容性更高，企业将社会责任实践获取的异质性资源投入企业创新的意愿较

强，能够积极调整、完善企业的生产运营方式来应对企业创新发展的不确定性（刘俊和秦传燕，2018）。而东

方文化背景下的企业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追求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倾向于稳中求进的企业战略

（王海花等，2022）。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会吸引公众对企业发展的持续关注（陈莞和阮荣彬，2022），此时企

业的一举一动将受到外部监督，可能导致该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因过分担心创新失败的后果而倾向于将有限

资源用于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在创新策略的选择上表现得更加谨慎和保守（王海花等，2022）。从个人/集
体主义角度来看，西方文化提倡个人主义。相比于东方文化，该文化背景下的企业更能激发内部员工参与创

新的自我效能感（刘婷和张海雪，2019），鼓励员工积极进行创新实践。此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的优质工

作环境为企业内部员工的创新行为提供了条件支持，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更为显著。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关系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西方文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的作用效果

更为显著（H2）。

2.行业属性

由于不同行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及感知到的利益相关者压力不同，差异化行业属性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

效果的影响并不一致。从创新资源角度出发，相较于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而言，高新技术行

业具有产品周期短，技术迭代快等典型特征（于潇宇和庄芹芹，2019），为了维持市场竞争优势，企业表现出较

高的创新频率。因此，高新技术企业通常对于外部知识识别、获取的需求较高，其通过社会责任实践整合、利

用内外部资源的意愿较强（Li et al，2019），企业创新资源投入更易转化为创新产出，因而企业创新效果更为

显著。从风险角度来看，高新技术行业面临的创新不确定性和风险通常要高于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亟

需与外界建立稳定的连接，借助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来规避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履行社会责任的

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与外部众多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能够吸引并挽留更多的忠实用户，加强与利益

相关者的互利互惠（Li et al，2019），增强企业抵御创新风险的信心。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关系会受到行业属性的影响，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的影响更为

显著（H3）。

3.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型企业缺乏雄厚的资金和

丰富的资源，借助企业社会责任构建利益相关者共赢网络、实施企业创新是中小企业弥补自身规模约束、抢

占竞争优势的一种有效方式（Santos‐Jaen et al，2021）。首先，企业社会责任实践通过向外界传递企业绩效、

信誉、形象相关的有效信号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与支持（Ahmed and Streimikiene，2021），为企业的创新

活动提供动力。一般来讲，大型企业往往本身具备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和口碑效应，因此，同等水平的社会责

任实践对中小企业的形象提升效果更为显著，进而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也更强。其次，有些企业为了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大肆削减生产运营成本，引发产品质量不合格、环境破坏严重、安全事故频发等一系列社会

问题（Yu et al，2020），中小企业相较于大型企业出现上述问题的比例较高，其可通过社会责任实践提高企业

社会效益、兑现环境保护承诺，从而赢得社会声誉和优惠政策倾向（Zhou et al，2021），为企业创新活动的顺利

展开提供保障。最后，创新兼具高收益、高成本与高风险等特征（阳镇等，2021），企业凭借社会责任实践构建

高质量的利益相关者共赢关系网络，能够将创新危机转化为机遇（康益敏等，2020）。相对大型企业而言，中

小型企业简便灵活的组织架构、高效的沟通方式和敏捷的环境反应能力助力企业迅速抢占社会责任实践带

来的创新先机（Moeuf et al，2020），推动企业的创新进程。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4：
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关系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中小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对创新的影响更为显

著（H4）。

4.主客观测量方式

梳理既有文献发现，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关系的研究通常采用主观测量和客观测量两种主流测量

方式。有学者认为，以 Likert量表为代表的主观测量方式通常聚焦研究内容的一手数据，具备时效性强、针

对性强、适用性强等特点，并且量表设计匹配特定研究内容，能够多维度、全方位地考察变量间的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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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立杰等，2021），得出高信效度的研究结论。然而，部分量表存在同源性偏差、社会期望偏差、测量维度不

一、内容措辞疏漏等导致的偏倚性问题（王海花等，2022），影响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也有学者认为，

源自于统计年鉴、数据库等的客观二手数据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测量误差（冯立杰等，2021），但可能存在时

效性低、使用代理变量导致的结构效度降低、测量维度单一等弊端（王海花等，2022）。综上分析，主客观两种

测量方式各有利弊，不能单纯判断哪种测量方式更优，本文推断变量的两种测量方式会对关系讨论结果产生

差异化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5：
主客观测量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即主观测量方式与客观测量方式存在差异

化影响效果（H5）。

5.创新投入产出测量方式

对于创新的衡量，学者通常采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种方式进行测量。创新投入包括企业的研发投

入、研发人员数量、无形资产等量化方法，创新产出包括专利申请数、专利授权量、新产品市场占有率等测度

指标。有研究认为企业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人才、知识等资源支持（何瑛等，2019），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充

分反映企业的创新动机、创新意志和创新发展前景（陈旭和哈今华，2021）。也有研究支持创新产出作为测度

方法，认为虽然研发投入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创新水平，但考虑到部分企业存在高投入低产出的现象

（Kamidi和郭俊华，2021），创新产出数据剔除了无效的研发投入，能够更好体现企业的真实创新活动成果和

创新质量（Bai，2022）。因此，本

文推测不同的创新投入产出测

量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

的关系存在差异化的影响效果。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6：
创新投入产出测量方式对

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关系起到

调节作用，即创新投入法与创新

产 出 法 存 在 差 异 化 影 响 效

果（H6）。

本文构建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Meta分析（meta‐analysis）又称元分析，是一种系统定量和归纳综合以往研究结果的统计学方法（张慧和

周小虎，2019），该方法不仅实现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还能探究情境因素、测量因素等对于两个变

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弥补了传统描述性文献综述无法对研究结果进行定量分析的不足。鉴于当前企业

社会责任与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丰富，但各研究未达成一致性结论，本文运用 Meta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定量

综合分析，利用更广泛的样本以得出更具科学性的结论。

（二）文献检索与筛选
1.文献检索范围

为了广泛搜集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数据，本文全面检索中英文数据库。对于中文文献

的检索，本文选取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对中文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进行精确检索，主题词

设置为“社会责任”或“企业社会责任”或“CSR”并含“创新”，为了保证文献检索的可靠性，文献期刊来源规定

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对于英文文献的检索，本文选取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Google Scholar、Springer Link等主要的英文数据库对英文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进行精确检索，以

“Social Responsibility”O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OR“CSR”AND“Innovation”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截

至 2022年 12月，共检索到中英文文献 36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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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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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筛选标准

本文对检索得到的文献进一步筛选，筛选标准如下：①本文为实证研究且能够提供样本量和相关系数或

回归系数、路径系数等其他可以转换为相关系数的指标，剔除综述性文献和理论性文献；②样本为独立样本，

使用同一数据的重复研究只保留最新发表的文献，且将在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中均进行发表的归

为同一项研究；如果一篇文献中涉及多个不同的研究样本，则分别提取各样本的相关系数进行独立编码；

③本文聚焦企业层面的社会责任与创新关系研究，因此剔除其他层面关于社会责任或创新的文献。最终通

过筛选共纳入符合标准的文献 172篇，包含中文文献 108篇，英文文献 64篇。

（三）文献编码
本文对筛选的文献进行独立编码，编码的主要内容包括文献名称、文献作者、期刊来源、发表年份、样本

量和相关系数（或其他可转化为相关系数的指标，如回归系数、路径系数等）。此外，为了检验调节效应，本文

在对文献基本信息进行编码的基础上，又分别从文化背景、行业属性、企业规模、主客观测量方式和创新投入

产出测量方式 5个方面进行编码，其中根据样本所属地思想文化背景划分为东、西方文化维度；参照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OECD）高新技术企业分类标准，划分样本企业所属行业类型为传统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刘

志迎等，2017）；根据我国工信部、国家统计局、发改委、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

知》划分中小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王海花等，2022）；将问卷、访谈等调查方式划分为主观测量方式，基于二手

数据的研究划分为客观测量方式；最后根据研究样本中对创新的衡量方式划分为投入测量方式和产出测量

方式。

（四）效应值计算
本文使用相关系数作为效应值，利用 CMA3.7（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3.7）软件进行效应值转换。

将相关系数或其他可转换为相关系数的回归系数、路径系数、p或 t等指标作为初始效应值，通过 Fisher’s Z转

换公式将各指标转化为 Z；接着根据样本量计算出 Fisher’s Z的加权平均值，再转换成相关系数得到最终效

应值（王海花等，2022）。

四、实证分析

（一）偏倚性检验
发表偏倚表示效应的显著性对研究被发表可

能性的影响（王佳燕等，2022），通常结果显著的文

献更易发表，引发已发表文献的效应值无法反映

真实值的问题。在Meta分析研究中必须对论文的

发表偏倚进行检验，以保证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可

靠性。首先通过漏斗图中效应值分布情况定性地

判 断 研 究 是 否 存 在 发 表 偏 倚 问 题 ，本 文 通 过

CMA3.7软件生成如图 2所示的漏斗图，其中横轴

为转化之后的 Fisher’s Z效应值，纵轴为 Fisher’s Z
效应值的标准差。图 2中大部分研究处于漏斗图

顶部，且于中线两侧呈一定的对称分布，表明本文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较小。另外，本文通过计算失安全

系数定量检验是否存在发表偏倚问题。借鉴 Rothstein等（2007）的研究，采用 5K + 10（K为效应值数）作为临

界值进行判断，表 1结果显示，变量的 Fail‐safe N值为 354228，远大于临界值 870，进一步表明本文发表偏倚

问题较小，研究结果稳定可靠。

（二）剪补法

剪补法可以对发表偏倚引起的效应值计算偏误进行合理调整并重新估计（刘婷和张海雪，2019）。基于

严谨性要求，本文首先围绕漏斗图中线在右侧镜像位置补充了 33项研究，使得漏斗图基本对称，以修正发表

偏倚。然后，将新增的研究数据与之前 172项研究合并，针对得到的 205项研究数据重新进行Meta分析。最

后，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随机效应模型的效应值为 0.265且效应值显著（95%置信区间［0.233，0.295］，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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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整体效应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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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说明虽然研究存在较小的发表偏倚，但并不影响最终的研究结果。

（三）异质性检验
异质性检验是对众多研究对象间的差异程度进行分析，常用的检验方法为 Q值检验和 I 2值检验（刘婷和

张海雪，2019）。本文综合采用两种方法，检验结果见表 1。由表 1结果可知，Q=16060.569＞df (Q )，且在

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研究存在异质性，应采用随机效应分析模型。I 2 = 98.935，说
明 98.935%的观察变异来源于真实差异，仅有 1.065%的观察变异是由随机误差引起的，同样说明了研究可

能受其他潜在调节变量的影响。Tau2 = 0.028，说明研究间的变异有 2.8%可用于计算权重。

表 1 发表偏倚和异质性检验结果

假设关系

H1：企业社会责任‐创新

K

172
N

582696

异质性检验
Q

16060.569***
df

171
I 2

98.935
Tau2

0.028
Fail‐safe N
354228

需找到的未出版研
究数量

33
注：K为研究个数；N为 K个研究样本的总样本量；Q为同质性检验的卡方值；df为同质性检验的自由度；I 2为由效应值的真实差异造成的观察差异

的百分比；Tau2为可用于计算权重的组间变异的百分比；Fail‐safe N为失安全系数；*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四）主效应分析
基于异质性检验结果，本文选取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整体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2。借鉴 Lipsey和

Wilson（2001）的观点，效应值 r介于 0.1~0.4视为中等强度关系，效应值大于 0.4则为强关系。表 2中随机效应

模型下的效应值为 0.202（p＜0.001），且 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 0，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相关系数为

0.202，属于中等强度相关，且两者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假设H1得到验证。

表 2 整体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r

0.106
0.202

K

172

95%CI
下限

0.103
0.177

上限

0.108
0.226

双尾检验

Z
81.054
15.599

P
0.000
0.000

注：r为未修正加权平均效应值；95%CI为平均效应值的 95%的置信区间；Z为加权平均效应值的显著性检验值；*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五）调节效应分析
主效应的Meta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间存在异质性，即二者间关系受到潜在调节变量的影

响。为验证这一影响，本文对收集的文献进行 0‐1编码，并进行Meta二元分析，分别检验了文化背景、行业属

性、企业规模、主客观测量方式和创新投入产出测量方式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见表 3。
表 3 调节变量亚组分析结果

调节变量

H2：文化背景

东方

西方

H3：行业属性

高新技术行业

传统行业

H4：企业规模

大型

中小型

H5：主客观测量方式

主观

客观

H6：创新投入产出测量方式

投入

产出

K

135
37

16
156

99
20

45
127

61
97

r

0.096
0.246

0.112
0.105

0.077
0.308

0.285
0.097

0.052
0.135

95%CI
下限

0.094
0.236

0.101
0.103

0.074
0.295

0.274
0.094

0.048
0.132

上限

0.099
0.255

0.124
0.108

0.080
0.320

0.296
0.099

0.057
0.138

Z

71.448***
47.619***

19.442***
78.696***

51.701***
44.121***

48.222***
72.348***

24.282***
80.717***

异质性检验

Q

9320.309***
5937.548***

560.278***
15498.951***

6124.045***
5413.139***

1401.147***
13669.472***

4187.310***
10294.105***

df

134
36

15
155

98
19

44
126

60
96

I 2

98.562
99.394

97.323
99.000

98.400
99.649

96.860
99.078

98.567
99.067

Q b

802.712***

1.339

1998.448***

989.950***

1025.157***

注：Q b为组间异质性检验统计量；*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1）文化背景的调节作用。文化背景显著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关系（Q b=802.712，p＜0.001）。企

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相关系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为 0.246（p＜0.001），大于东方文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与

创新的效应值 0.096（p＜0.001），表明相比东方文化背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相关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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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假设H2得到验证。

（2）行业属性的调节作用。尽管相比传统行业（r=0.105）而言，高新技术行业（r=0.112）的企业社会责任

与创新间相关关系较强，但行业属性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Q b=1.339，p＞0.05），假设H3未得到支持。

（3）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不同规模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Q b=1998.448，p＜
0.001）。相比于大型企业（r=0.077，p＜0.001），中小型企业的效应值更大（r=0.308，p＜0.001），假设 H4得到

验证。

（4）主客观测量方式的调节作用。主观测量方式下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效应值（r=0.285，p＜0.001）明

显高于客观测量方式下两者间的效应值，且满足异质性要求（Q b=989.950，p＜0.001），这表明在主观测量方式

下，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相关性更强，假设H5得到支持。

（5）创新投入产出测量方式的调节作用。创新的不同测量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有显

著的调节作用（Q b=1025.157，p＜0.001）。创新产出的效应值（r=0.135，p＜0.001）大于创新投入的效应值（r=
0.052，p＜0.001），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更大，假设H6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国内外 172篇相互独立的研究样本，运用Meta分析方法对其实证研究结果进行定量再分析，探

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二者关系的潜在调节变量。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对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符合各利益相关方的期望，能够为企业创新活动提

供丰富的异质性资源，增强企业抵御创新风险的信心与能力，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前因变量，这与 Bai
（2022）、陈承等（2023）大多数学者的观点相吻合。同时，文化背景、企业规模、主客观测量方式和创新投入产

出测量方式显著调节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作用关系，进一步明晰了现有相关研究中结论存在分歧的潜

在原因，有助于解释二者间关系的研究悖论，具体讨论如下：

（1）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关系受文化背景的影响。与东方文化相比，西方文化背景下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国家文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企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刘志迎等，

2017）。西方文化提倡个人主义，更能激发企业内部员工创新的积极性，同时该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对于创新

风险的接受度和包容性较高，企业进行创新的意愿较为强烈。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则倾向于稳中求进的

发展战略，在创新策略的选择上更加保守，导致其社会责任实践对创新的促进效果相对不明显。

（2）行业属性并未显著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间的关系。但就相关系数来看，高新技术企业社会责任

与创新间的正相关关系比传统企业更强。表明无论处于何种行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均会对创新产生促进

作用，尤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其社会责任实践能够强化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帮助企业

有效整合内外部创新资源，同时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还可以增强企业规避创新风险的信心与能力，因而企业的

创新效果较为明显。

（3）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关系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相比于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创

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这表明对于中小企业而言，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促进企业创新更加具备可操作性。

中小企业出现产品质量不合格、安全事故频发等社会问题的比例较高，该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向外界传

达其保护环境、注重社会效益的承诺与信号，使得企业更易获得政府的关注与政策倾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

顺利开展提供保障。另外，得益于中小企业组织灵活、应变速度快等优势，其在社会责任实践过程中能够迅

速识别创新先机，以弥补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短板，从而拥有比大型企业更为显著的创新绩效。

（4）变量测量方式显著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间的关系。相较于客观测量方式，主观测量方式下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更有利于创新。这表明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关系的研究中，以问卷、访谈为代表的主观测量

方式往往聚焦研究主题，能够更为及时、有针对性地明晰二者间的相关关系，同时量表的开发设计通常与特

定研究内容相匹配，更能多维度、全方面地考察二者间的影响关系。

（5）企业社会责任与创新的关系受创新投入产出测量方式的影响。具体而言，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产出

的促进作用比创新投入更强。可能原因在于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实践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短期内会增

加企业创新资金被占用的可能性，导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创新投入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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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出是复杂的长期过程，采用专利数量等指标测度的创新产出数据考虑了企业创新的时滞性问题，因而

更能反映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对创新的长期促进效应。

（二）管理启示
一方面，从企业实践者视角出发：①企业应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并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企业的日常

经营活动和创新管理战略，以赢得来自利益相关者的高度认可和支持，为企业的持续发展积累更多社会资

本；②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适合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目标。例如，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企业既应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与特色，又要适当学习西方文化中敢于冒险和勇于挑战的精神，通过增强企业自身的风险防范

能力以积极应对履行社会责任和外部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进而增强企业创新的信心；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

言，应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基础创新履责方式，将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创新管理目标有机结合，树立企业

良好形象、积累社会声誉的同时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③企业应具备长远的战略目光，高度重视企业社

会责任的战略工具性价值，注重企业社会责任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取经济性与社会性资源的综合优势，从而为

企业创新提供可持续的资源支撑。

另一方面，从政策制定者视角出发：①政府可以通过加强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以整合社会各方资源，拓宽

企业创新资源获取渠道的同时促进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展开提

供支持；②政府还应呼吁企业重视社会责任实践对创新的积极作用，积极引导和有效监督企业的社会责任行

为，建立健全相关奖惩机制。如果缺乏政府的引导和规范化管理，社会责任实践将成为企业的自发行为，长

此以往，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淡薄可能导致产品造假、偷税漏税等事件频发，严重破坏企业社会形象及市场

环境的有序性。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本文研究了企业整体社会责任与创新的相关关系，未来可进一步探讨不同维

度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②本文讨论了文化背景等的调节作用，未来可进一步探讨企业所有制类

型、市场环境、实证研究方法等其他潜在调节变量的影响，也可引入中介变量，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创新的具

体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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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小斌等：

数字化转型对后发追赶的影响研究
——基于知识搜索的调节作用

奉小斌，张 晶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摘 要：数字化转型在后发追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现有研究对于选择何种数字化转型模式、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后发追

赶并未给出明确的解答。基于 309家后发企业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后发追赶的影响，并探讨了知识搜索在上述关

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制造过程数字化和商业模式数字化均对后发追赶有促进作用；反应型知识搜索强化了制造过程

数字化与后发追赶的关系，却削弱商业模式数字化对后发追赶的作用，而前瞻型知识搜索的调节作用与之相反；反应/前瞻双

元型知识搜索仅增强了制造过程数字化对后发追赶的作用。研究在丰富数字化转型和知识搜索理论的同时，为后发企业选择

有效的转型策略并实现后发追赶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后发追赶；商业模式数字化；制造过程数字化；知识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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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经济背景下，技术范式的转换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为后发企业追赶创造了机遇（范红忠等，2022），如

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从“跟跑”向“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备受关注。与早期模仿追赶不同，数字化情境

下我国后发企业的追赶呈现新的特征：一是追赶结果，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由于数字技术的内容属

性（可编辑性和可扩展性）颠覆了传统资源投入和产出的对应关系，导致原先依靠大量资源要素投入、规模扩

张等粗放式的追赶模式难以为继（Karhu and Ritala，2021）。二是追赶过程，由业务主导向流程主导转变。由

于数字技术的结构属性（开放性和关联性）挑战了传统战略理论中组织拥有固定边界的假设前提，致使信息

不对称性降低、过程和产出相融合（朱秀梅等，2022）。在此背景下，后发企业虽然面临更多追赶机会，例如依

托领先企业提供的数字平台拓宽市场渠道（Sandebrg et al，2020），但也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例如其所处的数

字化平台易受到领先企业的替代式竞争而失去追赶机会。因此，探究后发企业如何有效通过数字化转型实

现追赶极为必要。

围绕驱动后发追赶的关键因素，学者们探讨了学习能力（彭新敏等，2017）、追赶时机（Chen et al，2022）、

管理认知（周江华等，2022）等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核心市场地位突围的影响，但对数字化情境下的追

赶问题尚缺乏重视。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尽管有学者提出数字化转型是解决大规模生产与个性化定制矛盾

的关键（Wang，2021），但数字化转型对绩效的总体影响可能并不显著（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甚至有研究

认为鲜有企业能从中受益（Leao and Silva，2021）。关于数字化转型与后发追赶的关系至少还存在以下研究

空间：①后发企业长期嵌入在全球价值链中，已积累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和创新能力，可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兴数字技术探索出适合企业发展的转型路线和赶超突破点（Chanias et al，2019）。既有研究虽然关注到

数字化引发的异质性需求为后发企业超越领先企业提供了契机（Chen et al，2022），但尚未明晰数字化转型与

后发追赶之间的潜在影响关系。②实践中，后发企业实现追赶存在技术升级和商业模式变革两条路线（曾萍

等，2015；郭艳婷等，2023），而相关实证研究却倾向于将数字化转型视为单维构念，这可能掩盖不同的数字化

转型策略对后发追赶影响的内在机理，并引发二者关系的不一致结论。③要实现跨越式追赶（catch up）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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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on：A Test Based on Meta‑analysis

Wang Haihua，Wang Ying，Li Shujie，Li Ye
（School of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on innovation was studied based on 172 empirical
literatur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using a Meta‐analysis method.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otential adjustment variab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as explored. It is shown that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exerted by CSR，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moderated by cultural background，firm size，measurement method，and innovation measurement method.
Specifically，the influence of CSR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Western culture than in Eastern cultu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SR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stronger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han in enterprises with large
scale. The fulfillment of CSR is more beneficial to enterprise innovation with subjective measurement than with objective measurement.
And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CSR on innovation output is greater than that on innovation input.
Keywords：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enterprise innovation；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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